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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针对数字服务平台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监管模式和监管措施的问题上ꎬ

美国和欧盟提供了不同的方案ꎮ 欧盟«数字服务法»构建了针对中介服务提供者的“阶梯

式”层层递进的监管模式:从所有中介机构的基本义务ꎬ到托管服务提供者的规则ꎬ再到

在线平台的补充规定ꎬ最后到超大型平台的最严格措施ꎮ 尤其是针对超大型平台设置的

“超强监管”措施ꎬ可能导致其企业成本增加、商业秘密保护受到挑战ꎬ合规风险增大ꎮ

«数字服务法»为各国数字平台监管立法提供了参考ꎬ却不应成为全球通用的“模板”ꎮ

中国应立足于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ꎬ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ꎬ设定差异化平台义

务ꎬ构建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平台监管制度ꎮ

关键词:欧盟　 «数字服务法» 　 数字平台　 监管模式　 平台透明度

平台经济是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ꎬ对平台等数字服务中介机构

的监管一直都是各国(地区)法律与政策考量的关键所在ꎮ 鉴于各国(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状况和对数字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与理念的差异ꎬ各国(地区)选择的规制路

径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ꎮ① 最突出的表现当属美国的“弱监管”和欧盟的“强监管”模

式之别ꎮ 中国学界与立法机关或出于法律继受的“惯性”ꎬ对欧盟模式更为“亲近”ꎬ并

多有借鉴ꎮ 但是ꎬ一方面学界对欧盟规则尚欠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ꎬ尤其是对其立法

政策的关注较少ꎻ另一方面ꎬ在“本土化”的考量上ꎬ即为何选择欧盟模式、欧盟规则是

否符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等问题却较少深究ꎮ 在平台监管的路径选择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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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已有的比较法模式与规则进行深入研究ꎬ以此为鉴ꎬ结合本国数字经济立法

和司法现状ꎬ设置最适宜的监管规则ꎮ

大型互联网平台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问题ꎬ①引起了欧盟委员会的关注ꎮ② 从

一系列欧盟委员会的决议及欧盟«２０３０ 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③中ꎬ可以看出

欧盟对美国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戒备之心ꎮ 欧盟开始意识到ꎬ单靠目前的竞争法手段ꎬ

不足以遏制大型平台垄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欧盟委员会提出了

«数字服务法»(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以下简称 ＤＳＡ 或条例)④和«数字市场法»(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ｔꎬ ＤＭＡ)两部新的数字法草案ꎮ 经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批准通过ꎬ

«数字服务法»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生效ꎮ ＤＳＡ 被认为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型科技公

司设置了最严格限制的首部法律ꎬ⑤欧盟单一数字市场“强监管”模式再度加码ꎬ将对

欧盟的数字经济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数字平台的监管虽然早已进入学界视野ꎬ但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平台反垄

断ꎮ⑥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问题的不断出现ꎬ监管困境日渐明显ꎬ开始有学者

意识到仅从反垄断角度对平台进行监管的不足ꎮ⑦ 欧盟«数字服务法»正是在«数字市

场法»的反垄断措施之外ꎬ专门针对数字中介服务提供者设置了体系性的监管措施ꎮ

无论是从监管角度ꎬ还是从中国数据服务企业参与海外竞争角度而言ꎬ对 ＤＳＡ 进行深

入细致的研究都刻不容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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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单一数字市场在线服务“基本法”①的«数字服务法»

(一)规制变迁

在«数字服务法»之前ꎬ欧盟在数字服务领域最为重要的规则为 ２０００ 年生效的

«电子商务指令»(２０００ / ３１ / ＥＣ)ꎬ②其中规定了有条件地免除中介服务提供者责任的

基本框架、禁止一般监督及内部市场规则等核心原则ꎮ③ 但这一指令施行至今逾 ２０

年ꎬ已经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ꎮ 一方面ꎬ信息与数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ꎬ数字主权、数据安全、基本权利保护、大型平台透明度、技术中立、非法内容和消费

者保护等问题ꎬ越来越受到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关注ꎮ 另一方面ꎬ«电子商务

指令»制定的初衷———确保高水平的共同体法律一体化ꎬ以便为信息社会服务建立一

个没有内部边界的真实区域———却受限于其“指令”的效力ꎬ由于各国转化立法的偏

差、各国在规则适用时的法律不确定性导致其最终难以实现ꎮ 而这种“各自为政”的

状态和成员国之间协作机制的缺乏ꎬ也导致了执法的负担与成本的叠加和重复ꎬ因而

实质性地减损了«电子商务指令»的实施效果ꎮ

在«电子商务指令»之后ꎬ欧盟通过的«关于解决在线传播恐怖主义内容条例»

((ＥＵ) ２０２１ / ７８４)④和«关于数字单一市场中的版权和相关权利指令»⑤(ＤＳＭ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ｖｅ)等ꎬ均在特别法情形下松动了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限制规则⑥ꎮ 但这些个别领

域的条例或指令ꎬ仅针对某些类型的服务或某些类型的非法内容ꎬ无法覆盖数字经济

的所有参与者ꎬ也无法得到强制执行ꎮ 近年来ꎬ欧洲议会陆续通过多项涉及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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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９６ / ９ / ＥＣ ａｎｄ ２００１ / ２９ / ＥＣꎬ Ａｒｔ. １７. 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
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ＨＴＭＬ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１９Ｌ０７９０＆ｆｒｏｍ＝ＤＥ.



的决议ꎬ如“数字服务法———改善单一市场的运作”①“数字服务法:在线经营的商业实

体的商事和民事规则适用”②“数字服务法及所涉基本权利问题”③等ꎮ 这些决议几乎

都主张维持«电子商务指令»所确立的核心规则ꎬ④并强调在此基础上ꎬ通过统一立法

规制数字服务提供者、保护在线环境中的基本权利、内容审核及线上非法内容的处理ꎬ

并呼吁加强消费者保护、公共监督和跨境执法合作等ꎮ «数字服务法»的重要目的正

是对«电子商务指令»进行修订ꎮ 虽然后者规定的核心原则得到了维持ꎬ但大量具体

内容均被 ＤＳＡ 所修正ꎮ⑤ 除此之外ꎬＤＳＡ 的施行不影响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制定

的其他有关规范一般信息社会服务的提供、规范内部市场中介服务提供的具体规定ꎬ

以及关于消费者保护、个人数据保护、版权保护的在先条例和指令的适用ꎮ⑥

(二)立法宗旨

ＤＳＡ 的颁布对欧盟而言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ꎬ也体现出欧盟在数字服务领域的

核心诉求ꎮ

首先ꎬ直面数字服务带来的挑战ꎬ推动单一市场的数字化转型ꎮ 欧盟委员会和欧

盟理事会都清醒地认识到ꎬ作为服务贸易新形态的数字服务是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交易和消费的方式都如同经历了“重塑”ꎮ 数

字服务推动了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ꎮ⑦ 尤其是“平台经济”已

３５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 ２０２０ / ２０１８
(ＩＮ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ｉｌ.ｓｅｃｕｒｅ.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ｏｅｉｌ / ｐｏｐｕｐｓ / ｐｒｉｎｔ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 ｉｄ ＝ １６３６９７７＆ｌ＝ｅｎ＆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 ２０２０ / ２０１９
(ＩＮ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ｕｒｉｓｅｒｖ％ ３ＡＯＪ. Ｃ ＿. ２０２１. ４０４. 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１.
ＥＮＧ＆ｔｏｃ＝ＯＪ％３ＡＣ％３Ａ２０２１％３Ａ４０４％３ＡＴＯ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ｏｓｅｄ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ＩＮＩ))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
ｋｅｔ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０ / ３１ / ＥＣ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ＯＭ％３Ａ２０２０％３Ａ８２５％３ＡＦＩＮ.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ｅｒｂｅｒｉｃｈꎬ Ｆａｂｉａｎ Ｓｅｉｐ ａｎｄ Ｈｅｎｇｅｌｅｒ Ｍｕｅｌｌｅｒꎬ Ｄｅｒ 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ＧＲＵＲ－Ｐｒａｘ
２０２１ꎬ 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０ / １３ / Ｅ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１４８ꎬ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１５０ꎬ (ＥＵ) ２０２１ / ７８４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２１ / １２３２ꎬ (ＥＵ) ２０１７ / ２３９４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０２０ꎬ (ＥＵ) ２０１６ / ６７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１ / ９５ / ＥＣꎬ ２００５ / ２９ / ＥＣꎬ ２０１１ / ８３ / ＥＵꎬ ２０１３ / １１ / ＥＵꎬ ２００２ /
５８ / ＥＣꎬ ２００１ / ２９ / ＥＣꎬ ２００４ / ４８ / ＥＣ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１９ / ７９０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１０－
１１)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
ｋｅｔ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０ / ３１ / Ｅ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ꎬ”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ꎬ Ｐａｒａ.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ＯＭ％３Ａ２０２０％
３Ａ８２５％３ＡＦＩＮ.



成为欧盟单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① 自欧盟«电子商务指令»通过以来ꎬ信息传递方

式和交易形式等都经历了创新和数字化转型ꎬ各成员国纷纷开始着手就此类事项进行

国内立法ꎬ而这种各自立法的方式将对欧盟的单一内部市场造成负面影响ꎮ 因而有必

要在欧盟层面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统一、有效和相称的强制性规则ꎬ以结束内部市场的

碎片化ꎬ②并确保其法律确定性ꎬ③这对单一数字市场的秩序具有重要意义ꎮ④ 并且ꎬ

除非 ＤＳＡ 中有例外规定ꎬ否则禁止各成员国通过国内法ꎬ对中介服务提供者规定额外

的要求从而进行“加码”ꎬ以维护统一市场规则ꎮ⑤

其次ꎬ确保在欧洲建立跨境数字服务创新发展的最佳条件ꎮ 数字服务是数字经济

的依托ꎬ后疫情时代ꎬ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被认为是欧洲复苏计划的两大支

柱ꎮ⑥ 新冠疫情大流行将对欧洲和全球经济产生持久影响ꎬ也进一步凸显了加速欧洲

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ꎮ⑦ 正因如此ꎬ抓住这一转型机遇ꎬ对于欧洲的可持续增长、竞争

力、就业、繁荣ꎬ以及欧洲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来说至关重要ꎮ 而欧洲目前的数字化进

程相较于美国还有明显的差距ꎬ这不仅反映在数字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数字基础设

施的缺口等方面ꎬ还体现在相关领域商业主体的相对弱势ꎮ 因此ꎬＤＳＡ 被寄予厚望ꎬ

通过建立一个真正数字化的单一市场ꎬ以提供一个立足欧洲的框架ꎬ使欧洲公司能够

获得成长和扩大规模ꎬ⑧进而加强欧洲的数据自主权ꎬ使欧洲成为世界上共享、保护、

存储和使用数据的最佳场所ꎮ 另外ꎬ«数字服务法»在对平台的规制上ꎬ比较明显的特

点是“抓大放小”ꎬ对互联网“巨头”平台规定了最为严苛的义务ꎬ而对于欧盟界定的

“中小企业”却给予了多重豁免ꎮ 这符合欧洲目前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需求ꎬ因为主要

的“超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商均为非欧盟企业ꎮ 因此ꎬ以“统一”“非歧视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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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 ８７１１ / ２０ꎬ 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ｅｄｉａ / ４４３８９ / ｓｔ０８７１１－ｅｎ２０.ｐｄｆ.

包括并不限于德国的«网络强制法案»(ＮｅｔｚＤＧ)、奥地利的«通信平台法»(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ｐｌａｔｔｆｏｒｍ－Ｇｅ￣
ｓｅｔｚ)、法国针对打击在线非法内容的阿威娅提案(Ｌｏｉ Ａｖｉａ)(此后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与宪法不符)ꎬ以及脱欧
之前英国的«在线安全法案»提案(ＯｎｌｉｎｅＳａｆｅｔｙ Ｂｉｌｌ)等ꎮ

ＤＳＡ 鉴于条款(４)ꎮ
Ｇｒｅｇｏｒ Ｓｃｈｍｉｄ ａｎｄ Ｍａｘ Ｇｒｅｗｅ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Ｎｅｕｅｓ “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 ｆüｒ Ｏｎｌｉｎｅｄｉｅｎｓｔｅ?” ＭＭＲ ２０２１ꎬ

２７９.
ＤＳＡ 鉴于条款(９)ꎮ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 ａｎｄ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

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ｅｄｉａ / ４５９１０ / ０２１０２０－ｅｕｃｏ－ｆｉｎａ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ｄｆ.
国内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欧盟面临数字时代与新冠疫情影响之下的法律应对ꎮ 参见叶斌、杨昆灏:

«欧洲的权利经济转型————基于对欧洲公司可持续性尽责法的考察»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第 ７６－
１０７ 页ꎻ程卫东:«欧洲一体化的政策选择与未来走向»ꎬ载«人民论坛»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４ 期ꎬ第 １２６－１２９ 页ꎮ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 ａｎｄ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可以制衡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商的力量ꎬ①同时达到促进欧盟内部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目的ꎮ

再次ꎬ重申欧盟价值观ꎬ提升欧洲话语权ꎮ 数字服务领域已成为国家竞争的新方

向ꎬ但与此同时也给相关服务的接受者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ꎮ 因此ꎬ欧

盟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欧洲价值观ꎬ确保高水平的数据安全、数据保护、基本权利

和隐私保护ꎻ维护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ꎬ其中的数字服务提供者ꎬ特别是网络中介机

构ꎬ应对其行为负责ꎻ同时赋权于用户ꎬ凭借以人为本的原则ꎬ增加欧洲模式的吸引

力ꎮ② 在欧盟领导人看来ꎬ保护和加强欧盟数字主权和在战略性国际数字价值链中的

领导地位极具重要性ꎬ是确保其战略自主、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ꎮ 而

欧盟将利用其政策工具和监管权力ꎬ参与制定数字领域的全球规则和标准ꎬ争取数字

经济国际治理的主导权ꎬ并设想将«数字服务法»作为全球范围内相关标准制定的样

本ꎮ③

在欧盟面临新的数字服务模式与内部传统产业转型、新冠疫情与经济复苏挑战的

关键时刻ꎬ«数字服务法»的通过为欧盟建立真正的数字单一市场扫清障碍ꎬ是实现欧

盟 ２０３０ 年数字战略目标的里程碑立法ꎮ

二　 «数字服务法»“阶梯式”平台监管的基本模式与价值内核

ＤＳＡ 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可预测和可信赖的在线环境ꎬ使基本权利得到

保护ꎮ④ 为实现总体目标和欧盟在数字服务领域的核心诉求ꎬＤＳＡ 通过对其结构与内

容的设置ꎬ确立了“阶梯式”的区别规范模式ꎮ

(一)“阶梯式”监管模式的基本构造

«数字服务法»在适用和规则配置上的特征是该条例最惹眼之处ꎮ “横向”观之ꎬ

即从其整体的适用范围上看ꎬ«数字服务法»适用于十分广泛的网络服务ꎮ 首先ꎬ就内

容类型而言ꎬ包括在线购物网站、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ꎬ囊括了数字服务的绝大多数

类型ꎮ 除此之外ꎬＤＳＡ 还专门针对特定内容或特定行业设置了特殊规定ꎬ例如打击恐

５５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③

④

Ｎｉｃｏ Ｇｉｅｌ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Ｕｐｈｕｅｓ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ｃｔ ｕ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ＥｕＺＷ ２０２１ꎬ ６２７.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 ａｎｄ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ＤＳＡꎬ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１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ꎬ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ꎬ Ｐａｒａ.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ＯＭ％３Ａ２０２０％３Ａ８２５％３ＡＦＩＮ.
ＤＳＡ 第 １ 条第 ２ 款 ｂ 项ꎮ



怖主义、媒体监管和版权法的部分内容ꎮ① 其次ꎬＤＳＡ 对“中介服务”等基本概念的界

定ꎬ实际上是划定了适用范围ꎬ包括了“单纯的管道” (Ｍ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ｉｔ)服务、“缓存”

(Ｃａｃｈｉｎｇ)服务、“托管”(Ｈｏｓｔｉｎｇ)服务等ꎬ并为后续区别设置“阶梯式”规则奠定了基

础ꎮ

“纵向”观之ꎬＤＳＡ 为不同的中介服务提供者设置了“阶梯式”的分级监管模式ꎮ

从形式上看ꎬ整个条例的规则呈“金字塔”型ꎬ从对所有中介机构的基本义务ꎬ到对托

管服务提供者的规则ꎬ再到在线平台的补充规定ꎬ最后到超大型平台的最严格措施ꎬ形

成了层层的递进ꎮ 其内容审查、透明度、广告、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义务ꎬ规则的严格

程度都是层层进阶的ꎬ且每上一级台阶均有“补充”“添加”新的义务ꎮ 不同调整类型

的划分及其规则设置ꎬ是依据中介机构的性质及数字服务类型的区别而定ꎮ 同属在线

平台的范畴内ꎬ又依据所提供服务的特殊性(如允许消费者与贸易商签订远程合同的

在线平台)ꎬ以及平台的规模ꎬ进一步设定进阶监管规则ꎮ

图 １　 ＤＳＡ 为不同的中介服务提供者设置的“阶梯式”监管模式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从具体规制的技术性上看ꎬ“阶梯式”监管体现了规制的高精确度ꎬ即对“不同类

型不同处理”的慎重和细致的判断ꎮ (１) “归入或排除”ꎮ 例如ꎬ“考虑到有关服务的

特殊性ꎬ以及使其提供者承担某些具体义务的相应需要”ꎬＤＳＡ 在所定义的托管服务

提供者这一广泛的类别中ꎬ划分出在线平台这一子类别ꎮ 而允许消费者与交易者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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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ｐｉｎｄｌｅｒꎬ Ｄｅｒ Ｖｏｒｓｃｈｌａｇ ｆüｒ ｅｉｎｎｅｕｅｓ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ｒｅｇｉｍｅ ｆü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ｄｅｒＥＵ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ＧＲＵＲ２０２１ꎬ ５４５. 欧盟相关在先条例已有关于中介服务提供者责任特权的规定ꎬＤＳＡ 中主要涉及在线平台的监
管ꎮ



远程合同的社交网络或在线平台被定义为托管服务的提供者ꎬ他们不仅应服务接受者

之要求储存其提供的信息ꎬ而且应其要求将该信息向公众传播ꎮ 然而ꎬ为了避免设置

过于宽泛的义务ꎬＤＳＡ 规定如果向公众传播仅仅是次要和纯粹的附属功能ꎬ而且该功

能或特性由于客观技术原因无法单独使用ꎬ则此类托管服务的提供者不应被视为在线

平台ꎮ 但是社交网络中的评论存储应被视为在线平台服务ꎬ只要它显然不是所提供服

务的一个次要特征ꎬ即使它是发布服务接受者帖子的附属品ꎬ也被归入此类别ꎮ① 又

如ꎬ超大型平台规制豁免的“扣减”ꎮ ＤＳＡ 明确规定ꎬ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不适用于

微型和小型企业ꎬ或平台上消费者的交易对象为微型或小型企业的情形ꎮ 但若根据第

３３ 条ꎬ被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的提供者ꎬ则不得享受此豁免ꎮ② (２)“前移或后移”ꎮ

与提案相比ꎬＤＳＡ 第 １８ 条涉嫌刑事犯罪的报告义务、第 ２７ 条推荐系统的透明度义务

的“前移”和第 ３０ 条交易者可追溯性的“后移”ꎬ也都体现出“阶梯式”规制中的精细

度ꎮ

ＤＳＡ 规定的“颗粒度”十分细密ꎬ例如ꎬ第 １５ 条关于中介服务提供者的透明度报

告义务的规定ꎬ具体到报告中如何对各项内容进行分类ꎮ 并且ꎬ针对托管服务提供商ꎬ

ＤＳＡ 设置了区别于其他中介服务提供者的特别规定ꎮ 纵观全局ꎬ程序性的细致规定

占据 ＤＳＡ 的大半内容ꎬ从某种程度上ꎬ也体现出其对可实施性与可操作性方面的重

视ꎮ

(二)价值内核:监管与保护的一体两面

从 ＤＳＡ 对平台监管的规定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特征ꎬ即义务规则与权利规

则的“分离”:针对中介机构以义务性的规定为主ꎻ针对服务接受者、消费者等则几乎

都是对其权利的规定ꎮ 可见ꎬ欧盟清晰地认识到ꎬ现代信息社会中平台与服务接受者、

消费者之间实质性的不平等状态ꎬ通过 ＤＳＡ 强行性规则明确地表达了价值判断上的

倾斜ꎮ

平台的义务更多的其实是公法义务ꎬ其对象不是个别服务接受者或消费者ꎬ而是

面向欧盟委员会、欧洲数字服务委员会、成员国数字服务协调机构、司法或行政机关等

公权力部门ꎮ 例如内容审查义务、透明度报告义务、设置特别机构义务、刑事报告义务

等ꎮ 即使是平台针对私法主体的义务ꎬＤＳＡ 也做出为维护欧盟价值观的严格的规定

和限制ꎮ 例如ꎬＤＳＡ 针对在线平台的未成年人在线保护设置的特别规范ꎬ③要求若在

７５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③

鉴于条款 １３、１５ꎮ
ＤＳＡ 第 １９ 条、第 ２９ 条ꎮ
此条是 ＤＳＡ 在提案基础上新增的规定ꎮ



线平台可由未成年人访问ꎬ则其提供者应采取适当的、合比例的措施ꎬ以确保未成年人

在其服务中享有高水平的隐私保护、安全及其他相关保障ꎻ除此之外ꎬ在合理确定服务

接受者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ꎬ在线平台供应商个性化广告发布的数据使用也需遵守严

格的限制ꎮ① 此类规定ꎬ以及其他涉及隐私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特定个人数据使用的

禁止等ꎬ究其本质其实都是源于基本权利的保护ꎮ 如前所述ꎬＤＳＡ 针对不同类型中介

机构的规则设置呈现“阶梯式”ꎬ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依据其数字服务的内容及类

型、所涉及服务接受者的基本权利的可能性及广泛度而进阶ꎬ进一步凸显欧盟对数据

安全、基本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核心价值的维护ꎮ

三　 “阶梯式”平台监管的规范构造与制度创新

(一)所有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与责任

１. 赔偿责任的新规则

«数字服务法»对中介的规定ꎬ虽然在较大程度上坚持了以往的“避风港”原则ꎬ即

中介通常不对第三方内容负责ꎮ 但根据其中一项新的、特殊的规定ꎬ如果第三方所提

供的作为交易对象的信息、商品和服务足以使一般消费者误认为是平台运营商自己提

供或由其授权或由其控制者所提供ꎬ则在线平台应根据消费者保护法承担责任ꎮ② 除

此之外ꎬ平台自有内容和第三方内容之间的区别ꎬ以及欧洲法院所提出的平台“积极

作用”③的概念仍然对中介机构十分重要ꎮ 因为对于并非由服务接受者ꎬ而是由中介

服务提供者本身提供的信息有关的责任ꎬ不适用 ＤＳＡ 中的这些责任豁免ꎮ 也就是说ꎬ

如果中介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并非不知ꎬ也并非处于控制所存储信息的纯技术、自

动且被动的地位ꎬ则中介将有可能承担对第三方内容的责任ꎮ④ ＤＳＡ 在遵循这一理念

的同时往前更进一步ꎬ明确了平台所采取的、基于善意与勤勉的自愿、主动调查ꎬ或采

取其他旨在查明、识别、删除或禁用对非法内容的访问等措施ꎬ或采取必要的以遵守欧

盟法律和符合欧盟法律的各国国内法的要求的措施ꎬ不会被视为排除免责条款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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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不得在其界面上根据 ＧＤＰＲ 第 ４ 条第(４)点定义的特征分析ꎬ使用服务接受者的个人数据发布广告ꎮ
ＤＳＡ 第 ６ 条第 ３ 款ꎮ
即中介服务提供者不是仅限于通过对服务接受者提供的信息进行技术和自动处理来中立地提供服务ꎬ

而是发挥积极作用ꎬ使其了解或控制该信息ꎮ
ＥｕＧＨ ＧＲＵＲ ２０１０ꎬ ４４５ Ｒｎ. １１４ ｆｆ. Ｒｅｉｃｈｗｅｉｔｅ ｕｎｄ ＧｒｅｎｚｅｎｚｕｌäｓｓｉｇｅｒＡｄｗｏｒｄ－Ｗｅｒｂｕｎｇ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 ２３.０３.２０１０ꎻ

不同意见参见 ＢＧＨ ＧＲＵＲ ２０１５ꎬ ４８５ Ｒｎ. ５３ꎬ ５７—Ｋｉｎｄｅｒｈｏｃｈｓｔüｈｌｅ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ＩＩꎮ



用ꎮ①

另外ꎬ虽然 ＤＳＡ 规定禁止一般监督义务ꎬ但行政当局和法院可以发布命令ꎬ停止

由特定侵权内容导致的侵权行为ꎮ② ＤＳＡ 在«电子商务指令»基础上的显著推进在于ꎬ

对中介服务提供者规定了两项依据命令的基本义务:对非法内容采取行动的义务和提

供特定个人服务接受者信息的义务ꎮ③ 中介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有关国家司法或行政

当局发出的上述两项命令后ꎬ均有义务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ꎬ应向有关当局通报该命

令的生效情况ꎬ不得无故拖延ꎬ并需具体说明该命令是否和何时生效ꎻ④另一方面ꎬ在

命令生效时ꎬ或依命令中规定的时间ꎬ中介服务提供者应将收到的命令和其生效情况

通知有关服务的接受者ꎮ

２. 所有中介服务提供者的尽职义务

为构建透明和安全的在线环境ꎬＤＳＡ 针对所有中介机构规定了“尽职义务”(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ꎮ⑤

首先ꎬ ＤＳＡ 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均需按照条例设置特别机构ꎮ 因此ꎬ中

介机构势必面临管理成本的增加ꎮ 根据 ＤＳＡꎬ所有中介机构都必须建立两个“单一联

络点”(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ꎮ 其中一个为“成员国当局、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数字服

务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⑥的联络点”ꎮ ＤＳＡ 要求中介机构需使

该单一电子通信联络点能够以电子方式与上述机关就条例的适用直接进行沟通ꎮ⑦

另一个为“服务接受者的联络点”ꎬ即要求中介服务提供者指定一个单一的联系点ꎬ使

服务的接受者能够通过电子方式和对用户友好的方式直接、快速地与其沟通ꎬ并要求

其允许服务接受者选择沟通方式ꎬ不应仅依赖于自动化工具ꎮ⑧ 中介服务商应公开必

要的信息ꎬ以便使其单一联络点能够被轻松地识别ꎬ并与之沟通ꎮ 该信息应易于访问ꎬ

并应保持更新ꎮ 除此之外ꎬＤＳＡ 要求ꎬ若中介服务提供者在欧盟提供服务ꎬ却未在欧

９５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ＤＳＡ 第 ７ 条ꎮ
如 ＤＳＡ 第 ４ 条第 ３ 款、第 ５ 条第 ２ 款及第 ６ 条第 ４ 款均规定ꎬ不妨碍司法或行政当局根据成员国的法律

制度要求服务提供者终止或防止侵权的可能性ꎮ
该命令仅要求中介服务提供者提供其为提供服务而收集的信息ꎬ且这些信息在其控制范围内ꎮ
与提案不同者在于ꎬ正式通过的 ＤＳＡ 第 ９ 条使用了“ ｅｆｆｅｃｔ” (落实、执行)一词ꎬ应是立法者刻意与提案

所使用的“ａｃｔｉｏｎ”(行动)相区别ꎬ更加注重对实效的追求ꎮ
有学者为避免误解ꎬ将此译为“尽责”义务ꎬ参见叶斌、杨昆灏:«欧洲的权利经济转型———基于对欧洲公

司可持续性尽责法的考察»ꎬ第 ７６ 页ꎮ
依据 ＤＳＡ 第 ６１ 条而建立ꎮ
ＤＳＡ 第 １１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ꎮ
ＤＳＡ 第 １２ 条ꎬ该项要求为最终通过的条例增设ꎬ在提案中并无规定ꎬ由此亦可见欧盟对服务接受者保护

的重视ꎮ



盟内设立机构ꎬ则应以书面形式在其提供服务的成员国之一ꎬ指定一名法人或自然人

作为其“法定代表”(Ｌｅｇ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ꎮ 所指定的法定代表若不遵守 ＤＳＡ 规定的

义务ꎬ将可能被追究个人责任ꎮ① 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所有中介服务提供者提出了更

高的“特别机构”设置的要求ꎬ其目的在于促进欧盟相关机构与非欧盟中介服务提供

者的沟通ꎬ在“看得见摸不着”的网络环境下ꎬ促使相关中介服务提供者在欧盟境内建

立更为直接的、实际的联系ꎮ 但如此势必造成中介服务提供者管理成本的增加ꎮ

其次ꎬＤＳＡ 还针对所有中介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内容审查的“加强版”透明度要求ꎮ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ꎬ内容审核规则的公开义务ꎮ 根据 ＤＳＡꎬ中介服务提供者应

当在可公开访问的条款和条件②中ꎬ明确其使用限制和内容审核的规则ꎬ③该限制应客

观、相称ꎬ并且合比例ꎬ同时应考虑服务接受者的基本权利和其他利益ꎬ④而且在条款

和条件发生任何重大变更时ꎬ应当告知服务接受者ꎮ 若中介服务主要面向未成年人或

者主要由未成年人使用ꎬ则应当以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说明使用服务的条件和限

制ꎮ 其二ꎬ内容审核年度报告的公开义务ꎮ 中介服务提供者应至少每年一次ꎬ以机器

可读的格式和易于访问的方式ꎬ就其在相关期间内进行的任何内容审核提供清晰、易

于理解的报告ꎮ 并且对于报告中所应披露的内容做出具体详细的规定ꎬ如要求包括从

成员国当局收到命令的情况、主动内容控制及其他相关的服务限制、通过内部投诉处

理系统收到的投诉数量、为内容审核目的而使用的任何自动化手段等ꎮ 如此详细的透

明度要求ꎬ可能对中介服务提供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构成挑战ꎮ

(二)对托管服务提供者的进阶要求

之前针对托管服务提供商的“通知—删除” (Ｎｏ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ａｋｅ－ｄｏｗｎ)程序将进阶

到“通知—行动”(Ｎｏｔｉｃ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程序(第 １６ 条)ꎮ 与以往相同的是ꎬ如果中介机

构获知非法内容ꎬ但并没有立即删除或阻止ꎬ则中介机构需对该非法内容负责ꎮ ＤＳ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ꎬ托管服务提供者应建立机制ꎬ允许任何个人或实体将其认为

属于非法内容的具体信息通知托管服务提供者ꎬ该机制应对用户友好ꎬ并应允许完全

通过电子手段完成通知提交ꎮ 托管服务提供者应及时向报告者确认收到报告ꎬ不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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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ＳＡ 第 １３ 条ꎮ 对法定代表的追责并不影响对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追责和诉讼ꎮ
根据条例ꎬ“条款和条件”是指规范中介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之间合同关系的所有条款ꎬ无论其名

称或形式如何ꎮ
包括用于内容审核的任何政策、程序、措施和工具的信息ꎬ如算法决策和人工审查ꎬ以及其内部投诉处理

系统的程序规则ꎮ
ＤＳＡ 第 １４ 条在提案的基础上增设四项ꎬ分别为条款与条件重大变更的告知义务、对未成年人的特别说

明责任、超大型平台与超大型搜索引擎的告知义务、补救机制和语言要求ꎮ



故拖延ꎬ并且需及时、谨慎和客观地进行处理ꎬ①对结果提供合理反馈ꎮ 如果所涉内容

被阻止或删除ꎬ则必须以通俗和合理的方式通知上传者理由和说明ꎮ

除此之外ꎬＤＳＡ 规定了广泛的涉刑事犯罪的通报义务ꎮ 这被认为是超出«电子商

务指令»的“新行动义务”ꎬ即如果托管服务提供者所获信息使其怀疑存在刑事犯罪ꎬ②

则有义务通知相关成员国执法或司法当局ꎮ 在提案中ꎬ涉嫌刑事犯罪的通报义务被规

定在专门针对在线平台提供者的附加条款一节(第三章第三节第 ２１ 条)ꎬ而在最终通

过的条例中被置于适用于包括在线平台在内的托管服务提供者的附加条款一节(第

三章第二节第 １８ 条)ꎮ 在层层递进的“阶梯式”监管中ꎬＤＳＡ 通过扩大可能涉及刑事

犯罪的信息获取与通报义务的主体范围ꎬ明确表达了尊重与保护个体生命及安全的价

值取向ꎮ 由此也课以托管服务提供者更为明确的“守门人”的职责ꎮ

(三)对在线平台规制的再升级

对在线平台③的规制属于 ＤＳＡ 的重点之一ꎬ其对在线平台所应承担的义务方面

总体上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ꎮ

１.内部投诉处理系统

在线平台的一项新的核心义务是创建“内部电子投诉处理系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ｌａｉｎｔ－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ꎮ 在服务接受者(包括提交通知的个人或实体)不同意网络平

台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做出的决定ꎬ或者反对在线平台提供者以服务接受者提供的信

息构成非法内容等为由做出的决定时ꎬ④在决定做出后六个月内ꎬ在线平台应向服务

接受者提供有效的内部投诉处理系统ꎮ 该系统必须易于访问、对用户免费、不得仅自

动化处理ꎬ并且网络平台提供者必须及时、无歧视、勤勉、非武断地处理投诉ꎮ

此外ꎬ用户有权选择任何获得认证的庭外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与投诉处理决定有

关的争议ꎬ相关服务的接受者也有权在任何阶段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ꎬ对网络平台提

供者的这些决定提出异议ꎮ 同时ꎬＤＳＡ 明确规定庭外争端解决机构无权将具有约束

力的争端解决方案对当事人强制执行ꎮ 在费用承担方面ꎬＤＳＡ 规定ꎬ如果庭外争端解

１６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③

④

ＤＳＡ 第 １６ 条ꎬ如果托管服务提供者使用自动化手段进行处理或决策ꎬ还应当告知报告人ꎮ
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１ / ３６ / Ｅ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１ / ９３ / ＥＵ 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１７ / ５４１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在 ＤＳＡ 规范语境下ꎬ“在线平台”(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是区别于一般托管服务提供商的特别主体ꎮ 根据第 ３

条 ｉ 款ꎬ“在线平台”是指应服务接受者的要求ꎬ为公众存储和传播信息的托管服务ꎬ除非该活动是另一项服务的
次要和纯粹的辅助功能ꎬ或主要服务的次要功能ꎬ并且由于客观和技术原因ꎬ不能在没有其他服务的情况下使用ꎬ
而且将该功能或特性纳入其他服务并不是规避本条例适用的手段ꎮ

包括删除或禁止访问信息的决定、暂停或终止服务的决定、暂停或终止收款人账户的决定ꎬ以及暂停、终
止或限制将服务接受者提供的信息货币化的能力的决定ꎮ



决机构做出有利于服务接受者的裁决ꎬ则网络平台提供者应承担庭外争端解决机构收

取的所有费用ꎬ并赔偿服务接受者为解决争端而支付的任何其他合理费用ꎮ 在这方

面ꎬＤＳＡ 把握住了内部冲突解决及庭外争端解决的趋势ꎮ①

２.设置“受信任的举报人”(Ｔｒｕｓｔｅｄ Ｆｌａｇｇｅｒｓ)与防止滥用措施

成员国可以授予公共或非公共机构“受信任的举报人”②地位ꎬ这些机构具有特殊

的专业知识、能独立代表集体利益ꎬ并以谨慎和客观的方式提交通知ꎮ 在线平台提供

者应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组织措施ꎬ确保“受信任的举报人”在其指定的专业领域内ꎬ通

过前述“通知—行动”机制提交的通知得到优先考虑ꎬ并不得无故拖延相关的处理和

决定ꎮ 但如果在线平台提供者发现“受信任的举报人”提交了大量不够精确、不准确

或未经充分证实的通知ꎬ应该告知并提供相应材料给授予该“受信任的举报人”地位

的数字服务协调机构ꎮ 如果数字服务协调机构认为有正当理由展开调查ꎬ则应立即进

行ꎬ不得无故拖延ꎬ并且在调查期间应暂停该“受信任的举报人”的身份ꎮ

针对频繁提供明显违法内容的服务对象ꎬ在线平台提供者在明确而详细的标准公

示的前提下ꎬ并在发出事先警告后的合理期限内ꎬ应暂停对其提供服务ꎮ 同时ꎬ针对经

常提交明显没有根据的通知或投诉的投诉人ꎬ应暂停处理其通知和投诉ꎮ

３.在线平台提供者透明度的进阶义务

根据 ＤＳＡ 规定ꎬ在线平台提供者的透明度报告除需符合条例第 １５ 条针对所有中

介服务提供者的透明度报告义务的规定之外ꎬ关于上述电子投诉处理及防止滥用措施

的情况应被纳入其透明度报告ꎮ 除此之外ꎬ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ꎬ至少每六个月一

次ꎬ每个在线平台或在线搜索引擎均需在其在线界面的公开部分ꎬ公布该服务在欧盟

范围内平均每月的活跃接受者的信息ꎮ 在线平台或在线搜索引擎提供者应与数字服

务协调机构和欧盟委员会建立联系ꎬ依其要求提供上述信息ꎬ该信息应更新至被要求

之时ꎬ并不得无故拖延(第 ２４ 条)ꎮ③

ＤＳＡ 要求ꎬ若在线平台提供者在其在线界面上展示广告ꎬ则必须提高在线广告的

透明度ꎬ确保用户能够清晰、明确地识别每个显示的信息是否属于广告(通过醒目的

标记)、是何自然人或法人的广告、广告付费人、向目标群体显示的主要参数及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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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Ｌ ２０１３ / １１ / ＥＵꎬ ＴＭＧ ｎＦꎻ § § １３ ｆｆ.
“受信任的举报人”可由机构依申请获得ꎬ这些机构可以是公共性质(如“欧洲刑警组织”等)、私人性质

或半公共性质(如 ＩＮＨＯＰＥ 等)ꎮ 参见 ＤＳＡ 鉴于条款 ６１ꎮ
数字服务协调机构或欧盟委员会可要求在线平台或在线搜索引擎的提供者提供有关该款所述计算的额

外信息ꎬ包括对所使用数据的解释和证实ꎬ但该信息不应包括个人数据ꎮ



的修改方式ꎮ 这一要求能够提高个性化广告的可识别性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目前 ＤＳＡ

虽并未完全禁止个性化广告ꎬ但限制了使用目标对象信息的范围ꎮ①

备受关注的算法透明度问题ꎬ也反映在 ＤＳＡ 的规定中最终通过的条例ꎬ在提案的

基础上新增了在线平台提供者的推荐系统透明度义务ꎮ② ＤＳＡ 要求ꎬ使用推荐系统的

网络平台提供者应在其条款和条件中ꎬ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其推荐系统中使用的主

要参数ꎬ以及服务接受者修改或影响这些主要参数的选择ꎮ 前述主要参数应解释为向

服务接受者推荐的某些信息ꎬ至少包括:(１)确定向服务接受者推荐信息的最重要的

标准ꎮ (２)这些参数相对重要性的原因ꎮ 如果推荐系统提供了几种选择ꎬ已确定向服

务接受者呈现信息的相对顺序ꎬ则在线平台的提供者还应当提供使服务接受者能够选

择并随时修改其首选项的功能ꎬ且该功能能够直接而便利地被访问ꎮ 因此ꎬＤＳＡ 无疑

对在线平台提供者提出了重大的考验ꎬ要求其进行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必须将其算法

作为商业秘密对竞争对手保密ꎻ另一方面又要以可理解的方式向用户解释各种因素如

何影响这些推荐系统ꎮ

４.在线界面设计与组织的“不干涉”义务

与传统影响他人意思自治的情形相比ꎬ在线平台借助数字服务的特殊性ꎬ可能通

过更为隐蔽的方式ꎬ对相对人做出决定的过程施加影响ꎮ 鉴于此ꎬＤＳＡ 新增规定(第

２５ 条)ꎬ要求在线平台的提供者在设计、组织或操作其在线界面时ꎬ不得欺骗或操纵其

服务对象ꎬ或以其他方式实质性地干扰或损害其服务对象在自主和知情的情况下做出

决定的能力ꎮ③ ＤＳＡ 明确ꎬ欧盟委员会可就此类内容进行具体限制ꎬ例如在要求服务

接受者做出决定时ꎬ更加突出某些选择项ꎻ反复要求服务的接受者在已经做出选择的

情况下再做出选择ꎬ尤其是通过呈现干扰用户体验的弹出窗口等方式ꎻ使终止服务的

过程比订阅服务更困难等ꎮ

(四)适用远程合同④的在线平台提供者的特别义务

ＤＳＡ 在提案的基础上ꎬ新设置了一节适用于允许消费者与交易者签订远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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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线平台的提供者不得使用欧盟 ２０１６ / ６７９ 号(ＧＤＰＲ)第 ９(１)条提及的特殊类别的个人数据或根据第
４ 条第(４)点定义的解释ꎬ向服务接受者展示广告ꎮ

推荐系统的透明度义务ꎬ在提案中规定在超大型在线平台及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供者义务(第 ２９
条)之中ꎮ 但在正式通过的 ＤＳＡ 中将其“前移”ꎬ规定为一般在线平台的义务(第 ２７ 条)ꎮ

前述这一禁令不适用于 ２００５ / ２９ / ＥＣ 指令或(ＥＵ) ２０１６ / ６７９ 法规中所涉及的行为ꎮ
根据条例规定ꎬ“远程合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是指第 ２０１１ / ８３ / ＥＵ 号指令第 ２ 条第(７)款所定义的“远

程合同”ꎮ



的在线平台提供者的附加条款ꎮ①

商家提供商品的在线市场平台需履行新的“商家追踪”义务(第 ３０ 条)ꎮ② 在线

市场平台应当按 ＤＳＡ 的要求收集商家的信息ꎬ包括:(１)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电子

邮件地址ꎻ(２)符合要求的身份证明文件或其他电子身份证明的副本ꎻ(３)商家的支付

账户信息ꎻ(４)商家的登记簿信息及其登记号等识别信息ꎻ(５)商家承诺仅提供符合欧

盟法律适用规则的产品或服务的承诺书ꎮ 虽然商家应对上述信息的准确性负责ꎬ但

ＤＳＡ 要求此类平台在允许商家使用其服务之前ꎬ应尽最大努力评估及核实其信息ꎬ可

要求商家更正、更新和补全不完整的信息ꎬ并在必要时暂停有关服务ꎮ③ 平台对所掌

握的商家信息负有安全储存的义务ꎬ直到与有关商家的合同关系结束后的六个月ꎬ随

后应删除ꎮ 平台应在展示相关商家产品或服务的界面ꎬ以清晰、便利和易于理解的方

式向服务接受者披露上述第(１)(４)(５)项信息ꎮ 只有根据法律规定要求、ＤＳＡ 第 １０

条的命令、成员国主管当局或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命令ꎬ平台才能向第三方披露商家其

他信息ꎮ 平台的在线界面设计需满足信息披露的合规要求ꎮ 允许消费者与交易者签

订远程合同的在线平台提供者应确保其在线界面的设计和组织方式ꎬ能够使商家遵守

其在欧盟法律下关于先合同信息、合规性和产品安全信息的义务ꎬ例如ꎬ商家需提供的

关于运营商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的信息ꎻ应确保其在线界面的设计

和组织方式ꎬ能够允许商家提供为清晰明确地识别其产品或服务所必需的信息ꎬ包括

商标、Ｌｏｇｏ 等识别商家的标志和符合欧盟产品安全与合规性的标识等ꎮ 并且ꎬ平台应

尽最大努力评估及随机核查商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为非法ꎮ

ＤＳＡ 保障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权ꎮ 如果在线平台提供者通过某种方式获知ꎬ商家

已通过其服务向位于欧盟的消费者提供了非法产品或服务ꎬ则在线平台提供者应告知

该消费者关于产品或服务为非法的事实、交易者的身份、相关的补救措施等ꎮ 若无相

关消费者的联系方式ꎬ则应在其在线平台公开这些信息ꎮ

(五)对超大型平台与超大型搜索引擎的“超强监管”

ＤＳＡ 广为人知的突出特点在于专门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 ＶＬＯＰｓ)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ｓꎬ Ｖ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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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节规定不适用于允许消费者与符合 ２００３ / ３６１ / ＥＣ 号建议所定义的微型或小型企业(包括其失去该地
位后的 １２ 个月内)的交易商签订远程合同的在线平台提供商ꎮ

类似于金融领域的“尽职调查”ꎬ即“了解你的客户”原则( Ｋｎｏｗ Ｙｏｕ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ꎮ 该条在提案中规定在
第 ２２ 条ꎬ因而提案中是针对在线平台的义务ꎬ而通过的条例是(后移一步)针对提供远程合同签订可能的在线平
台ꎮ 由此也显示了较为明显的“阶梯式”监管及追求条例适用的精确性ꎮ

商家若有异议ꎬ可依据条例第 ２０ 条、第 ２１ 条提出投诉ꎮ



ＳＥｓ)①提供者规定了管理系统性风险的额外义务ꎮ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其对公共舆论的

影响ꎬ及其作为交换意见的信息来源功能可能引发特殊风险ꎮ②

“超大型”的标准ꎬ是指在欧盟内平均每月活跃的服务接受者人数等于或高于 ４ꎬ

５００ 万的网络平台和网络搜索引擎ꎮ 欧盟委员会可依据欧盟人口的情况调整这一标

准ꎬ使其相当于欧盟届时人口的 １０％ꎮ 该计算方法可由欧盟通过授权法案的方式规

定ꎬＤＳＡ 特别明确ꎬ该方法的确定必须考虑到市场和技术的发展ꎮ 若在线平台或在线

搜索引擎的提供者未遵守关于活跃用户透明度报告义务ꎬ“超大型”的身份也可以直

接由欧盟委员会指定ꎮ 但是ꎬ如果在连续一年的期间内ꎬ在线平台或搜索引擎的月平

均活跃用户数低于上述标准ꎬ则由欧盟委员会确定终止该项指定ꎮ 相关平台及搜索引

擎在被指定或终止指定的情形下ꎬ均享有四个月的缓冲期ꎮ ＤＳＡ 要求欧盟委员会在

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所指定的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的名单ꎬ并保持

更新ꎮ 对 ＶＬＯＰｓ 提供者ꎬＤＳＡ 规定了前所未有的“超强监管”ꎮ

１.风险评估、风险减轻和管理的特殊合规义务

(１)风险评估义务ꎮ ＶＬＯＰｓ 的提供者应努力识别、分析和评估欧盟内因其服务及

相关系统(包括算法系统)的设计或运作ꎬ或因使用其服务而产生的任何系统性风险ꎮ

在评估的时点方面ꎬＤＳＡ 要求评估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ꎬ并需在部署可能对此风险产

生关键性影响的功能之前进行评估ꎮ 评估的风险包括:通过其服务传播非法内容、对

行使基本权利的负面影响、对公共舆论和公共安全的负面影响、对基于性别暴力的负

面影响、对保护公共卫生的负面影响、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ꎬ以及对个人身心健康的

严重不利影响等ꎮ ＶＬＯＰｓ 应针对其服务ꎬ特别是其推荐系统、其他相关算法系统的设

计和内容审核、适用的条款和条件及其执行、选择和展示广告的系统、供应商的数据等

因素进行风险评估ꎮ 其评估应与系统性风险相称ꎬ考虑到其严重性和概率ꎮ 评估还应

分析风险是否以及如何受到有意操纵及其对服务的影响ꎬ包括:对服务的非真实使用

或自动利用、非法内容和不符合其条款与条件信息的放大、潜在的快速、广泛传播的可

能性ꎮ

(２)风险减轻和管理义务ꎮ ＶＬＯＰｓ 应针对特定系统性风险制定合理、相称、有效

的减轻措施ꎬ但需特别考虑其对基本权利的影响ꎮ 此类措施包括:调整服务的设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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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行文便利ꎬ本文以下以 ＶＬＯＰｓ 同时指代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二者ꎬ多数情况下
ＤＳＡ 对二者的规定一致ꎬ若对二者有区分规定之处ꎬ本文将特别说明ꎮ

ＤＳＡ 鉴于条款第 ５４ 条ꎮ



性或功能(包括其在线界面、条款和条件及其执行、内容审核程序、算法系统及推荐系

统、广告系统、信息标记等)ꎻ启动或调整“受信任的举报人”ꎬ与其他在线平台的合作ꎻ

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ꎻ特别针对未成年人规定包括年龄验证和家长控制工具ꎬ帮助

未成年人发出遭受虐待信号或酌情获得支持的工具等ꎮ 在关于 ＶＬＯＰｓ 不合规的处理

上ꎬＤＳＡ 较为明显地提高了官方来源内容的公开度ꎮ①

与 ＤＳＡ 的提案相比ꎬ上述两个部分规定的内容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展和细化ꎬ而

ＤＳＡ 更进一步ꎬ新增一条针对 ＶＬＯＰｓ 的危机响应机制(第 ３６ 条)ꎮ ＤＳＡ 规定ꎬ如果极

端情况导致对欧盟或其中重要部分的公共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ꎬ则应视为发

生了“危机”ꎮ 此时ꎬ欧盟委员会可以根据欧盟数字服务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决定ꎬ要求

ＶＬＯＰｓ 评估其服务与运作是否促成危机ꎬ确定并应用具体、有效和相称的措施等ꎮ 欧

盟委员会做出该项决定所要求的行动必须是绝对必要、合理和相称的ꎬ附有合理的准

备期限和实施期限ꎬ且必须及时通知决定所针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ꎬ并予以公开ꎮ 鉴

于危机的后续演变ꎬ欧盟委员会可以根据欧盟数字服务委员会的建议对决定进行修

正ꎮ

２.独立审计义务

ＶＬＯＰｓ 的提供者应接受至少每年一次自费的独立审计ꎮ 所谓“独立”ꎬ即要求审

计机构独立于有关的 ＶＬＯＰｓ 提供者ꎬ以及与该提供者有关的任何法人ꎬ并与其不存在

任何利益冲突ꎮ 符合条件的审计机构必须在风险管理、技术能力等方面具有公认的专

长ꎬ并且具有经证明的客观性和职业道德ꎬ遵守业务守则或适当标准ꎮ ＶＬＯＰｓ 的提供

者应提供必要的配合和协助ꎬ允许审计机构审查所有相关数据和场所ꎬ回答口头或书

面问题ꎬ不得阻碍、不当影响或破坏审计工作ꎮ 因此ꎬＤＳＡ 体现出在系统性风险、商业

秘密保护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拿捏:首先ꎬ要求 ＶＬＯＰｓ 协助配合、提供数据和场所ꎻ

其次ꎬ课以审计机构严格的保密义务(第 ３７ 条第 ２ 款第 ２ 段)ꎻ再次ꎬ为防止滥用而要

求保密义务的遵守不得妨害关于透明度、监督和执行的规则ꎮ 如果 ＶＬＯＰｓ 提供者收

到非“正面”②的审计报告ꎬ审计机构应适当考虑向其提出业务建议ꎬ并建议其采取必

要的措施予以落实ꎮ 在收到这些建议后一个月内ꎬＶＬＯＰｓ 应制定一份审计实施报告ꎬ

并且对于不予执行的业务建议ꎬ在审计执行报告中说明理由和替代措施ꎮ

３.严苛的透明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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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ｅｒｂｅｒｉｃｈꎬ Ｆａｂｉａｎ Ｓｅｉｐ ａｎｄ Ｈｅｎｇｅｌｅｒ Ｍｕｅｌｌｅｒꎬ Ｄｅｒ 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ＧＲＵＲ－Ｐｒａｘ
２０２１ꎬ ４.

“正面”与否的界定参见 ＤＳＡ 第 ３７ 条第 ４ 款ꎮ



ＤＳＡ 针对 ＶＬＯＰｓ 规定了近乎苛刻的数据及算法的透明度要求ꎮ 首先ꎬ表现在接

受数据访问与审查的义务ꎮ ＤＳＡ 要求 ＶＬＯＰｓ 提供者应依设立地数字服务协调机构或

欧盟委员会的合理要求ꎬ于合理期限内ꎬ向其提供必要数据的访问权限ꎬ以监测和评估

对 ＤＳＡ 的遵守ꎮ 同时ꎬＶＬＯＰｓ 应依要求解释其算法系统ꎬ包括其推荐系统的设计、逻

辑、运作和测试ꎮ① 数字服务协调机构和欧盟委员会由此所获取的数据应仅用于监测

和评估 ＶＬＯＰｓ 的合规情况ꎬ并充分考虑提供者和有关服务接受者的权利和利益ꎬ包括

保护个人数据、保护机密信息(特别是商业秘密)ꎬ以及维护其服务的安全ꎮ 其次ꎬ符

合特定资格(第 ４０ 条第 ８ 款)的研究人员可以向 ＶＬＯＰｓ 设立地的数字服务协调机构

申请②作为“经过审查的研究人员”(Ｖｅｔ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ꎬ从而通过协调机构的要求而

获得对特定 ＶＬＯＰｓ 的数据访问权ꎬ但其唯一目的是进行有助于发现、识别和了解欧盟

系统性风险的研究ꎮ ＶＬＯＰｓ 提供者除非由于无法获取该数据或者获取数据将导致其

服务安全或保护机密信息(特别是商业秘密)方面的重大漏洞这两个原因ꎬ否则不可

向协调机构申请修改访问要求ꎮ 且 ＶＬＯＰｓ 提出修改请求ꎬ还需包含替代手段的建议ꎬ

而协调机构尚可再次做出决定ꎮ 再次ꎬ欧盟委员会在 ＤＳＡ 授权下还可以进行补充立

法ꎬ对 ＶＬＯＰｓ 与研究人员共享数据的具体条件、客观指标、程序等进行规定ꎬ同时需顾

及服务接受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和 ＶＬＯＰｓ 的商业秘密保护ꎮ

在透明度报告方面ꎬＤＳＡ 对 ＶＬＯＰｓ 设定了补充性的“最高台阶”规则ꎮ 除需满足

前述透明度要求之外ꎬ还需针对其“进阶”义务进行透明度报告ꎮ ＤＳＡ 根据所涉事项

之不同而区别规定报告的期限及间隔:第一类ꎬ依据第 １６ 条、第 ２０ 条及第 ２２ 条ꎬ关于

提供不同语言文本等义务的落实情况的报告ꎻ第二类ꎬ依据第 ３４ 条、第 ３５ 条及第 ３７

条ꎬ关于风险、审计等义务的落实情况的报告ꎮ 在此ꎬＤＳＡ 明确ꎬ如果 ＶＬＯＰｓ 认为上述

第二类报告中公布的信息可能导致 ＶＬＯＰｓ 或服务接受者的机密信息被泄露、对其服

务的安全造成重大漏洞、破坏公共安全或损害服务接受者ꎬ则可以从公开报告中删除

这些信息ꎮ 但仍应将完整的报告转交给设立地的数字服务协调机构和欧盟委员会ꎬ并

附上从公开的报告中删除信息的理由说明ꎮ

７６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在推荐系统方面ꎬ条例要求超大型网络平台和超大型网络搜索引擎的提供者除了遵守前述针对在线平
台所使用的推荐系统的规则之外ꎬ还必须为其各个推荐系统分别提供至少一个不基于 ＧＤＰＲ 第 ４ 条第(４)点进行
分析的选项ꎮ 依据 ＧＤＰＲ 第 ４ 条第(４)点ꎬ“分析”指任何形式的个人数据自动处理ꎬ包括使用个人数据评估与自
然人有关的某些个人方面ꎬ特别是分析或预测有关该自然人的工作表现、经济状况、健康、个人偏好、兴趣、可信
度、行为、位置或活动ꎮ

根据 ＤＡＳ 第 ４０ 条第 ９ 款ꎬ研究人员也可以向他们所属研究机构的成员国的数字服务协调机构提交申
请ꎮ 该数字服务协调机构在收到根据本段提出的申请后ꎬ应对各研究人员是否符合第 ８ 款规定的条件进行初步
评估ꎬ然后将申请、证明文件和初步评估结果ꎬ发送给(ＶＬＯＰｓ)设立地数字服务协调机构ꎮ



关于在线广告透明度ꎬＤＳＡ 要求提供在线广告的 ＶＬＯＰｓꎬ应当通过“应用程序接

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ꎬＡＰＩ)及允许多标准查询的可搜索的、可靠的工

具ꎬ在其在线界面的一个特定部分汇编并公开提供一个自动访问的“存储库”(Ｒｅｐｏｓｉ￣

ｔｏｒｉｅｓ)ꎬ其中包含有关广告的内容、广告商和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等信息ꎮ ＶＬＯＰｓ 应尽

合理努力ꎬ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ꎬ并且应确保存储库中不包含任何广告服务接

受者的个人数据ꎮ

除此之外ꎬＤＳＡ 还在多处体现了针对 ＶＬＯＰｓ 进阶的透明度要求ꎬ包括要求 ＶＬＯＰｓ

应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向服务接受者提供简明、易于访问的条款和条件的摘要、可用的

补救措施和补救机制(第 １４ 条)、以其提供服务的所有成员国的官方语言发布其条款

和条件ꎮ

４.合规职能部门作为必设机关

ＤＳＡ 对 ＶＬＯＰｓ 的合规要求是以在 ＶＬＯＰｓ 的核心治理结构中“安插”合规审查部

门为保障的ꎮ ＤＳＡ 对合规部门的级别、负责人地位、职责及任职保护均进行了尽可能

周密的安排ꎮ 具体而言ꎬＤＳＡ 要求 ＶＬＯＰｓ 应设立独立于其运营职能的合规职能部门ꎬ

且 ＶＬＯＰｓ 的管理机构为确保合规职能部门的独立性ꎬ应界定、监督、负责其治理结构

的实施ꎬ包括组织结构内的责任划分、防止利益冲突、健全系统性风险的管理ꎮ 合规职

能部门应由一名或多名合规专员组成ꎬ包括合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ꎮ 该部门应具有足

够的权力、地位和资源ꎬ并有权接触(公司)管理机构ꎬ以监督其合规情况ꎮ ＤＳＡ 要求:

ＶＬＯＰｓ 确保合规职能的负责人是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ꎬ其应对合规职能负有明确责

任ꎻ合规部门负责人应直接向管理机构报告ꎬ并可在存在前述风险或不合规情况将影

响或可能影响 ＶＬＯＰｓ 时ꎬ向管理机构提出关切和发出警告ꎻ在合规部门任职保护方

面ꎬ未经管理机构事先批准ꎬＶＬＯＰｓ 不得解除合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职务ꎻ合规部门

的合规专员有义务与设立地数字服务协调机构和欧盟委员会合作ꎬ确保条例规定的所

有风险得到识别、适当报告ꎬ同时采取合理、相称和有效的风险减轻措施ꎻ合规部门还

应当组织和监督与独立审计相关的活动ꎬ告知和建议 ＶＬＯＰｓ 的管理层和雇员条例规

定的相关义务ꎬ并监督其合规情况等ꎮ

这些要求实际上使得合规部门与(公司)监事会或独立董事的地位类似ꎬ但 ＤＳＡ

却未明确是否可由这些部门及其负责人“兼任”此职务ꎬ抑或必须再单独设立合规职

能部门ꎮ 并且ꎬ从根本上而言ꎬ合规专员必然仍为 ＶＬＯＰｓ 的雇员ꎬ这可能是带在企业

血液里的先天性矛盾ꎬ他们之间如何能够避免利益冲突ꎬ以实现 ＤＳＡ 预设的合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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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地位不无疑问ꎮ

四　 «数字服务法»平台监管的影响与评价

欧盟在 ＤＳＡ 的立法准备阶段ꎬ对于平台监管措施的选择曾提出“一个基准线ꎬ三

个方案”ꎮ 所谓“一个基准线”ꎬ是指保留并继续执行彼时已有的规则ꎬ即“鸵鸟战术”:

一方面对数字服务日益增长的风险视而不见ꎻ另一方面放任成员国各自立法ꎮ 这样不

仅无法有效打击非法活动、保护整个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ꎬ还将阻碍新的创新服务在

内部市场扩大规模ꎬ成员国和数字服务提供者都将面临过高的成本ꎬ单一数字市场越

发遥不可及ꎮ 鉴于此ꎬ欧盟提出“三个方案”:方案一是较为保守的“最小改动”方案:

针对在线非法内容ꎬ为在线平台规定一系列程序性义务ꎬ包括必要的保障措施ꎻ同时ꎬ

主张成员国当局建立行政合作机制ꎬ并建议通过 “数字清算所”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解决跨境问题ꎬ促进信息流动ꎮ 方案二是在方案一所提出的措施之外ꎬ建议取

消数字服务提供者对在线非法内容采取自愿措施的阻滞ꎬ并采取提高推荐系统和广告

透明度的措施ꎮ 在执法合作方面ꎬ在每个成员国任命一个中央协调机构ꎮ 方案三是相

对而言措施最为强硬的ꎬ以前述措施为基础ꎬ设计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不对称的措施ꎬ

对极易给欧盟社会和经济带来最高风险的超大型在线平台课以更严格的义务ꎬ并建立

一个联结欧盟及成员国的、强化监督和执法权力的综合系统ꎮ

ＤＳＡ 最终选择在方案三的基础上进行建构ꎮ 虽然目前 ＤＳＡ 刚实施ꎬ还无法评估

其实际影响ꎬ但可以预期的是 ＤＳＡ 将给欧盟内部带来一系列的积极影响ꎮ 首先ꎬ充分

支持欧盟中介服务提供者ꎬ尤其是初创企业ꎬ在统一内部市场的发展与扩大ꎮ 虽然对

这些企业来讲ꎬＤＳＡ 规定其履行尽职义务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固定成本ꎬ但是这

一成本是可预期和可计算的ꎮ 据估计ꎬ这一增加的成本可以与通过规则的统一而减少

的由成员国立法分散带来的合规成本相抵消ꎮ① 并且ꎬ伴随着平台企业的发展ꎬ相关

受其支撑及向其提供支撑的实体经济产业也将连带受益ꎮ② 其次ꎬ对各成员国当局而

言ꎬＤＳＡ 将显著降低各成员国现有各自立法模式下ꎬ在合作中的低效、重复及分别协

９６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ＤＳＡꎬ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ＯＭ％３Ａ２０２０％３Ａ８２５％３ＡＦＩＮ.

据欧盟委员会估计ꎬ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境内贸易将增长 １％至 １.８％ꎬ即相当于跨境产生的营业额增加 ８６ 亿欧
元ꎬ最高可达 １５５ 亿欧元ꎮ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ｍｐａ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ｔ.



商带来的成本ꎮ 虽然成员国将承担设置新的机构的费用或承担已有的主管当局的相

关费用ꎬ但预计效率收益将远超成本ꎮ 再次ꎬＤＳＡ 在赋权平台打击非法内容的同时ꎬ

也提供了欧盟公民在平台上表达意见等基本权利的保障ꎮ 如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不

受歧视的权利、儿童权利ꎬ以及获得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权利ꎮ

然而ꎬＤＳＡ 的实施一方面依赖企业的合规ꎬ另一方面依赖执法ꎮ① 在各成员国内

部ꎬ其实仍有欧盟委员会未提及(却未必是未曾考虑)的困境ꎬ可能对 ＤＳＡ 的实施效果

产生一些影响ꎮ 首当其冲的就是各成员国在 ＤＳＡ 生效之后ꎬ仍需处理 ＤＳＡ 和各国已

有相关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ꎮ② 如在德国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 １２—１５ 条已通过

德国的«电信媒体法»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ｅｎｇｅｓｅｔｚꎬＴＭＧ)第 ７—１０ 条转化为德国法律ꎮ 但这些

责任规则在«数字服务法»的立法中被删除并“重写”ꎬ规定在第 ４ 条及其后的条款中ꎬ

大大扩展了对中介机构的监管ꎮ③ 因而 ＴＭＧ 中的相应规范将面临挑战ꎮ 有学者主张

ＴＭＧ 中相应条款在将来应被废除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基于«数字服务法»所调整的仅限

于信息社会服务ꎬ也就是仅适用于调整基于商业基础提供的服务ꎬ而 ＴＭＧ 的调整范围

并不限于此ꎬ因而 ＴＭＧ 第 ７—１０ 条应可保留ꎬ④但出于法律明确性的原因ꎬ应明确其

范围将仅限于非商业服务提供商ꎮ 而 ＴＭＧ 第 ７ 条第 ４ 款⑤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保

留ꎬ因为«数字服务法»没有规范相关责任基础的规则ꎮ 并且ꎬ在德国境内ꎬ与证据相

关的制度规则依然由 ＴＭＧ 等国内法来规制ꎮ 此外ꎬ德国在 ２０１７ 年出台的«网络执法

法»(Ｎｅｔｚｗｅｒｋｄｕｒｃｈｓｅｔｚ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ꎬＮｅｔｚＤＧ)及其修正案ꎬ是打击网络犯罪内容的核心支

柱ꎮ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ꎬ主要问题是 ＤＳＡ 的规则能否改善对犯罪内容的打击ꎮ 但有

学者对 ＤＳＡ 能否达到德国国家层面规定的保护水平持怀疑态度ꎮ⑥ 这势必也涉及标

准更高的成员国法律ꎬ在 ＤＳＡ 实施之后ꎬ能否以及如何适用的问题ꎮ 此类成员国内部

立法的整合ꎬ势必也将带来不小的成本ꎬ毕竟«电子商务指令»运行已久ꎬ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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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ｉｋｏ Ｈä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ｘ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Ａｄａｍｅｋ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ｅｉｎ Üｂｅｒｂｌｉｃｋꎬ ＣＲ ２０２１ꎬ １６５－１７１.
Ｒｕｔｈ Ｊａｎａｌꎬ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Ｆｉｒｅ? Ｄａｓ Ｕｒｈｅｂ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Ｄｉｅｎｓｔｅａｎｂｉｅｔｅｒ－Ｇｅｓｅｔｚ ｕｎｄ ｓｅｉｎ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ｚｕｍ 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ＧＲＵＲ２０２２ꎬ ２１１ꎻ Ｊüｒｇｅｎ Ｋüｈｌｉｎｇꎬ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ｕｎｄ “Ｈａ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Ｄｉｅ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ｄｅｒ Ｍｅｄｉｅｎ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äｒｅ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ｎｅｕｅｎ ＮｅｔｚＤＧꎬ ＭＳｔＶ ｕ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ꎬ ＺＵＭ ２０２１ꎬ４６１.

根据鉴于条款第 １６ 条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中规定的ꎬ中介服务提供者有条件免责的横向框架应予以保
留ꎮ 然而ꎬ考虑到在国家层面转换和应用相关规则时存在的分歧ꎬ并出于清晰和一致的原因ꎬ该框架应被纳入«数
字服务法»中ꎮ 考虑到欧盟法院的判例法ꎬ也有必要对该框架的某些内容进行澄清ꎮ

Ｓｅｓｉｎｇ－ Ｗａｇｅｎｐｆｅｉｌꎬ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Ｒｅｃｈｔꎬ ５８. ＥＬ Ｍäｒｚ ２０２２ꎬ Ｔｅｉｌ １８.５ Ｂｅｗｅｉｓｆｒａｇｅｎꎬ Ｒｎ. １５６ｆ.
该条是关于知识产权受侵害的规则:如果用户使用远程媒体服务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ꎬ并且该权利的

所有者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补救其受侵害的权利ꎬ该权利的所有者可以根据第 ８ 条第 ３ 款要求服务提供者阻止该
信息的使用ꎬ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ꎮ 阻止必须是合理和相称的ꎮ 除第 ８ 条第 １ 款第 ３ 句的情况外ꎬ不应存
在根据第 １ 句要求服务提供者补偿主张和执行的庭前和庭外费用的索赔ꎮ

Ｅｉｓｅｎｒｅｉｃ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ｅｉｎ ｗｉｒｋｓａｍｅ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ｇｅｇｅｎ Ｈａｓｓ ｕｎｄＨｅｔｚｅ ｉｍ Ｎｅｔｚ? ＲＤｉ ２０２１ꎬ２８９.



各国的不同门类的专项立法不在少数ꎮ

此外ꎬＤＳＡ 在版权与数据保护等个别方面的规制也被认为是不充分的ꎬ可能会造

成大量的监管“逃逸”ꎮ① 同时ꎬ尽管 ＤＳＡ 已经尽量明晰、细致ꎬ但监管机构和科技巨

头之间可能会就如何应用 ＤＳＡ 展开数月甚至数年的冲突ꎮ 尽管世界主要大型科技平

台企业表示将遵守规则ꎬ但其面对如此严厉的“掣肘”不会束手就擒ꎮ

ＤＳＡ 设置的“阶梯式”监管及其对超大型平台的“超强监管”ꎬ可以说是“板子打在

别人身上”ꎬ对欧盟内部企业影响不大ꎬ眼下至多也是监管成本问题ꎬ而承担较重义务

的超大型平台企业大多来源于欧盟以外ꎮ 对此ꎬ欧盟委员会认为ꎬ虽然超大型平台在

风险管理、尽职等方面承担了较重的义务ꎬ但这些公司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营业额甚

巨ꎬ因而这些要求是与他们的合规能力相匹配的ꎮ② 同时ꎬＤＳＡ 规定:成员国对未能遵

守本条例规定义务的最高罚款金额为有关中介服务提供者在上一财政年度全球营业

额的 ６％ꎻ对提供不正确、不完整或有误导性的信息ꎬ未答复或未纠正不正确、不完整

或有误导性的信息ꎬ以及未接受检查的行为ꎬ可处以最高罚款金额为中介服务提供者

或有关人员上一财政年度年收入或全球营业额的 １％ꎮ 并且ꎬ服务的接受者有权根据

欧盟及成员国法律ꎬ就中介服务提供者因违反 ＤＳＡ 规定的义务而遭受的任何损害或

损失向中介服务提供者寻求赔偿ꎮ 这种“超强惩罚”也构成对超大型平台企业的威

慑ꎮ 作为“假想敌”的超大型平台确实对“超强监管”表现出焦虑和遗憾:ＤＳＡ 的规则

可能会抑制全球科技公司开发创新数字工具ꎬ而这些创新工具能够帮助欧洲企业重建

业务ꎮ③ 因此ꎬＤＳＡ 的负面影响当然并不止步于超大型平台ꎬ因为受其支持而销售产

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ꎬ以及支持超大型平台的上下游科技企业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

波及ꎮ 所以ꎬＤＳＡ 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欧洲的经济复苏ꎮ

除此之外ꎬ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 “大型生成式 ＡＩ 模型” ( Ｌａｒ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ＬＧＡＩＭｓ)在内容的形成方面所具有的强大能力已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ꎮ 而对其所形

成的内容仅依靠 ＡＩ 自身的算法控制远非足够ꎬ如果不对此加以适当控制ꎬ可能会将假

新闻和仇恨言论引至前所未有的水平ꎮ 而 ＤＳＡ 的适用范围并未包括 ＬＧＡＩＭꎬ④因此ꎬ

１７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③

④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ｐｉｎｄｌｅｒꎬ Ｅｉｎ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ｒ Ｎｅｕａｎｆａｎｇ ｉｎ ｄｅｒ Ｈａｆ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Ｐｌａｔｔｆｏｒｍｒｅｇｕｌｉｅｒｕｎｇｄｕｒｃｈ ｄ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ＧＲＵＲ２０２２ꎬ ５９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ＤＳＡꎬ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ＯＭ％３Ａ２０２０％３Ａ８２５％３ＡＦＩＮ.

Ｋａｒａｎ Ｂｈａｔｉａꎬ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Ｈａ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ｇｏｏｇｌｅ /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ｅ / ｇｏｏｇｌｅ－ｅｕｒｏｐｅ / 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ｔ－ｍｕｓｔ－ｎｏｔ－ｈａｒｍ－ｅｕｒｏｐ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

可能最接近的是托管服务提供商ꎬ但其要求信息是由服务接受者(用户)所提供(ＤＳＡ 第 ３(ｇ)( ｉｉｉ)条)ꎮ
然而ꎬ在使用 ＬＧＡＩＭ 的情况下ꎬ相关内容显然不是由用户提供的ꎬ而是由 ＬＧＡＩＭ 本身形成的内容ꎮ



对 ＬＧＡＩＭ 内容的监管就只能由成员国的立法来完成ꎬ因而差异化、碎片化、响应迟缓ꎬ

以及成员国之间协调工具的缺乏将是可预见的未来ꎮ

五　 中国平台监管的路径选择

欧盟的立法者所期待的规则扩张和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制定者的目标会实现

多少? 毕竟欧盟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定的经验ꎬ①并期待热衷于对平台企业“强干预”

的立法者能够从 ＤＳＡ 中寻找灵感ꎬ模仿制定本国规则ꎬ借此实现规则的输出ꎬ并作为

被继受一方而掌握价值判断和解释的话语权ꎮ 另外ꎬ欧盟期待全球科技公司认为ꎬ实

施全球统一的合规策略来监管内容更具成本效益ꎬ而欧盟的法规基准相对更严格ꎬ以

此为全球统一的标准ꎬ不合规的风险较小ꎮ

在欧盟的“强监管”模式之外ꎬ美国作为超大型平台的“强输出”端ꎬ在 １９９６ 年颁

布的«通信规范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ＡｃｔꎬＣＤＡ)第 ２３０ 条(以下简称 ＣＤＡ２３０

条)设立了平台豁免规则ꎬ互联网平台无须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责

任ꎻ同时ꎬ允许互联网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和屏蔽冒犯性内容”ꎮ 这一规则是美国

“互联网自由”价值理念的体现ꎬ并进一步在网络平台等领域被确立为“网络中立”原

则ꎬ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同等对待来自各方的所有内容ꎮ② ２００９ 年颁布的«美国

复兴与再投资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９)ꎬ被认为是对“网

络中立”原则的确认ꎮ③ 但在近十年之后ꎬ２０１８ 年的«恢复互联网自由指令»(ＦＣＣ Ｒｅ￣

ｌｅａｓｅｓ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ｒｄｅｒ)却一举废除了该原则ꎬ④由此ꎬ网络服务提供者

可以为用户提供差异化服务而无须承担责任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拜登再次呼吁通过

国会立法ꎬ进一步加强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ꎬ加强隐私保护ꎬ使大型科技公司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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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即所谓“布鲁塞尔效应”问题ꎬ如 ＧＤＰＲ 的全球性规则输出ꎬ参见金晶:«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欧盟标
准———规则建构、司法推动与范式扩张»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０７－１０８ 页ꎮ

Ｔｉｍ Ｗｕꎬ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２ꎬ ２００３ꎬｐ.１４１. 据此原则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ＩＳＰ)应属于公用设施ꎬ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与内容不
应被区别对待ꎻ公众有权“自由”地访问ꎬ反对内容屏蔽与付费优先等歧视性规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ｃｃ.ｇｏｖ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０９.
在此之前的 ２０１７ 年ꎬ联邦通信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ＦＣＣ)通过投票废除了该原

则ꎮ Ｓ.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ｌｌｉｎｓꎬ “Ｗｈｙ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Ｒｅｐｅａｌｅｄ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Ｙｏｕ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１７.而 ＦＣＣ 对提案的考量可能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民意造假”影响ꎬ参见 Ｓ.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ａｌｋｅｒꎬ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ｋ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ｒｓ Ａｓｋｅｄ ｔｈｅ ＦＣＣ ｔｏ Ｅｎｄ Ｎｅｔ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ｓｔｒｏｔｕｒｆｉｎｇ’ ｉｓ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ｙ １４ꎬ
２０２１ꎮ



传播的内容和使用的算法负责ꎬ包括推动对 ＣＤＡ２３０ 条的修改等ꎮ① 在司法方面ꎬ谷

歌案②与推特案③均涉及 ＣＤＡ２３０ 条款ꎬ被认为是挑战了网站享有的(提供托管服务并

推荐恐怖主义内容的)广泛责任豁免ꎮ④ 然而ꎬ从立法层面来看ꎬ无论是在隐私保护还

是平台责任方面ꎬ美国的做法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ꎮ⑤ 这其中除了两党议员的争议

和分歧之外ꎬ经济复苏与鼓励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也是核心的政策考量ꎬ因而美国未来

确立如欧盟“强监管”模式的可能性很小ꎮ

英国脱欧后ꎬ在立法方面也开始逐渐偏离欧盟立场ꎬ２０２２ 年ꎬ查尔斯王子在代表

伊丽莎白女王发表的“女王议会演讲”中表示ꎬ将促进«数据改革法案» (Ｄａｔ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ｉｌｌ)的通过ꎬ以体现英国在数据与隐私保护方面区别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 ＧＤＰＲ)的立场ꎬ简化并明确数据保护框架制度及规则ꎬ减轻企业的风险和负

担ꎬ支持充满活力的竞争和创新ꎬ以推动经济增长ꎮ⑥

近年来ꎬ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快速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文件ꎮ 如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ꎬ构建了

中国数据基础制度的“四梁八柱”ꎬ⑦其中不难发现“安全”“监管”等词语出现的频率

并不逊于“发展”“促进”等关键词ꎮ 可见中国已经意识到应当通过立法等制度措施ꎬ

使数字经济在安全的大前提下ꎬ通过科学的、最小成本的规制激活发展潜能ꎬ面向未来

发展壮大ꎮ 但是ꎬ反观中国近年来在数字领域的立法ꎬ几乎是对欧盟相关法规亦步亦

趋的跟随和效仿ꎮ 如在隐私与数据保护方面ꎬ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

等均不同程度地借鉴并对标欧盟 ＧＤＰＲꎬ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网络数据

３７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ｓｊ.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ｕｎｉｔ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ｂｉｇ－ｔｅｃｈ－ａｂｕｓ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１１６７３４３９４１１.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ｖ. Ｇｏｏｇｌ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ｗ.ｊｕｓｔｉａ.ｃｏｍ / ｃａｓｅｓ / ｆｅｄｅｒａｌ /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 / ｃａ９ / １８－１６７００ / １８－１６７００－２０２１－
０６－２２.ｈｔｍｌ.在该案中ꎬ恐怖主义受害者家属声称ꎬ被告的社交媒体平台允许 ＩＳＩＳ 发布视频和其他内容来传达恐怖
组织的信息ꎬ谷歌、推特和脸书对 ＩＳＩＳ 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负有直接和次要责任ꎮ 原告冈萨雷斯对谷歌提出了直
接和次要责任索赔ꎮ

Ｔｗｉｔｔｅｒꎬ Ｉｎｃ. ｖ. Ｔａａｍｎｅ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ｏｔｕｓｂｌｏｇ.ｃｏｍ / ｃａｓｅ－ｆｉｌｅｓ / ｃａｓｅｓ / ｔｗｉｔｔｅｒ－ｉｎｃ－ｖ－ｔａａｍｎｅｈ / .
Ｇｒｅｇ Ｓｔｏｈｒ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ｒａｗ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ꎬ”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ｓ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２２.
在 ２０２１ 年中美两国都对数字平台“重拳出击”后ꎬ统计发现(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底)和 ２０２０ 年同期比ꎬ中

国多个互联网企业ꎬ如腾讯、阿里股价分别跌了超过 ２０％和 ５０％ꎬ但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微软、苹果的股价涨幅都
超过 ４０％ꎮ 美国的“强监管”似乎有“适得其反”的促进作用ꎮ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Ｍｅｄｉａ ＆ Ｓｐｏｒｔꎬ “ Ｄａｔａ: Ａ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ꎬ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ａｔａ－ａ－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王轶:«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ꎬ助推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建设»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ｘｘｇｋ / ｊｄ / ｊｄ / ２０２２１２ / ｔ２０２２１２１９＿１３４３６５７.ｈｔｍｌꎮ

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的定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同意规则、敏感信息的处理规
则、数据出境制度、信息主体的知情权、行政监管方面均对标 ＧＤＰＲꎮ



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规定(征求意见稿)»ꎬ以及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

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很多内容亦均向欧盟看齐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与美国、欧洲均不相同ꎮ① 中国平台企业价值规模虽居于

世界第二位ꎬ但头部平台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扩大ꎬ而欧盟则几乎没有头部平台ꎮ②

毫无疑问ꎬ欧盟的“强监管”将对中国大型、超大型数字企业构成一定程度的束缚ꎬ而

中国国内规则如果依旧“加码”ꎬ而非如美国般在国内对自己的企业“放水” “补血”ꎬ

再加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美国对中国大型数字企业的“围剿”ꎬ③那么中国的数字企业

生存的综合环境堪忧ꎮ

欧盟«数字服务法»在立法理由、立法技术、规制思路和规范设置等方面ꎬ为各国

数字经济立法与监管提供了参考ꎬ通过对«数字服务法»的立法研究ꎬ能够获得一些有

益的经验和启示ꎮ 但是ꎬ«数字服务法»是在欧盟的数字服务产业及利益背景下制定

的ꎬ中国的平台监管不应该不加区分地照搬照抄ꎮ

(一)规制升级与体系性整合

鉴于«数字服务法»的立法理由ꎬ反观中国在数字服务领域的法律规制ꎬ能够发现

一些存在的问题ꎬ最突出地表现在规定的分散性ꎬ从«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网络安

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ꎬ到«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规章ꎬ再到包括

国家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系列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ꎬ以及各行业协会制定的细则ꎮ 目前中国的规范模式是按照

“事项”进行立法ꎬ即平台内不同的内容受不同规范调整ꎮ 这将进一步衍生出几个问

题:首先ꎬ缺乏针对所有类型互联网平台的总括性规则ꎮ 然而ꎬ目前综合类平台日益增

长ꎬ平台内容和服务多元化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线社交平台扩展到音视频传播、再扩

展到直播带货等电子商务ꎮ 同时ꎬ基于对创新与发展的鼓励ꎬ中性平台增多ꎬ“事项”

型立法必然会存在一些不适应之处ꎮ 其次ꎬ规出多门ꎬ必然导致各方较高的执行成本ꎮ

对于不同主管部门而言ꎬ执法过程中肯定会带来较多的重复并提高协调成本ꎻ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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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美欧形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三极格局ꎮ ２０２１ 年ꎬ从规模看ꎬ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ꎬ中国位居
第二ꎬ欧洲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第三极”ꎮ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２０２２ 年)»ꎮ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２０２１ 年)»ꎮ
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ꎬ要求“字节跳动”出售其持有的 ＴｉｋＴｏｋ 股份ꎬ否则该应用程序将在美国遭

到封禁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ｓｊ.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ｕ－ｓ－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ｔｏ－ｂａｎ－ｔｉｋｔｏｋ－ｉ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ｕｎｄｅｒ－ｄｏｅｓｎｔ－ｓｅｌｌ－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ａｋｅ－
３６ｄ７２９５ｃꎮ



而言ꎬ分散的规则相较于统一规则将带来较高的合规成本ꎻ对于消费者及平台服务使

用者而言ꎬ如涉及侵权、投诉等问题ꎬ多头规定一方面加重了其认识负担ꎬ另一方面也

容易造成重复处理ꎮ 因此ꎬ借鉴欧盟 ＤＳＡ 的立法ꎬ中国在数字服务领域针对互联网平

台监管制定统一的上位规定有其合理之处ꎮ 具体而言ꎬ建议制定行政法规级别的规范

性文件ꎬ统一调整数字服务领域的平台监管ꎮ

在规制思路方面ꎬＤＳＡ 的“阶梯式”规制有一定合理性ꎬ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平台经

营模式、所涉事项的内容和规模ꎬ把不同类型平台的“权力”和所涉法律关系背后的利

益格局与价值取向作为规则区别设置的依据ꎮ 例如ꎬ超大型平台因其所涉用户(包括

平台内经营者及消费者、服务接受者等)范围之众ꎬ其行为及所造成的影响可能直接

关涉到公共利益ꎬ因此ꎬ其在风险控制及涉及公共安全方面必然需要承担比小型企业

更多的注意义务ꎮ

同时ꎬ正如有的学者指出ꎬ在诸多法律领域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ꎬ即由于复杂性增

加ꎬ立法机关对实体法律和法规的关注度越来越弱ꎬ而对程序规范(程序化规则)的关

注度越来越强ꎮ① ＤＳＡ 的立法也体现出这种趋势ꎬ一方面注重程序性规定ꎬ保证条例

的操作和执行ꎻ另一方面注重负责机关的设置、机关之间职权和协调的规定ꎮ 而中国

现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则制定大多不够细致ꎬ缺乏可操作性ꎮ 与作为欧盟层面的立

法相比ꎬ中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颗粒度”更粗ꎬ稍微细致化的规则大多都在规章层

面ꎮ 但由于针对不同事项的主管部门亦不相同ꎬ程序化与细致化的规则必然不尽一

致ꎬ在执法端与平台企业合规端都会造成困境ꎮ 中国的统一上位规则也应该借鉴 ＤＳＡ

在这方面的思路ꎬ指定统一部门作为专门负责机构ꎬ②并且对其职权、机构间协调、执

法等制定较为细致的规定ꎮ

(二)发展与保护并重的监管策略

中国在数字服务领域既有反对美国数字霸权的需求ꎬ又有鼓励和促进本国有竞争

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需求ꎬ这就意味着必须在欧盟和美国模式之外探求一条适合

中国的平台监管与规制路径ꎮ 中国平台监管应该确立发展与保护并重的监管策略:立

足于中国数字服务领域发展现状ꎬ着眼数字经济未来竞争ꎬ考虑到对本国平台经济的

影响ꎬ确立平衡保护数字服务企业和服务接受者、消费者以及公共利益的监管规则ꎮ

在具体规则的设置上ꎬ应分析不同规则的调整内容和规范目的ꎬ评估其规范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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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往研究中ꎬ也有学者主张应建立独立专业的平台监管机构ꎬ参见高薇:«平台监管公用事业理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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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利弊ꎬ包括与中国立法的价值判断及产业政策是否一致ꎬ不可一概而论ꎮ 如 ＤＳＡ

明确ꎬ在平台属于微型和小型企业时ꎬ关于在线平台的附加义务的规定(除透明度报

告义务外)及关于针对允许消费者与交易者签订远程合同的在线平台提供商的附加

条款可豁免适用ꎮ 这一做法能够在对一般或大型平台企业设定较强监管措施的同时ꎬ

促进小微企业的创新和创业ꎮ①

另外ꎬＤＳＡ 针对超大型平台设置的风险管控义务、透明度义务、独立审计义务、合

规职能部门设置义务等“超强监管”措施ꎬ涉及数据安全与开放、算法公开、隐私保护

等问题ꎬ②必须立足于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ꎮ 企业对其经营策略、

商业秘密等享有正当权益ꎬ在数据时代ꎬ无论对于成功的大型平台企业ꎬ还是对于初创

的数字服务企业而言ꎬ对算法的保护都应属于其核心商业秘密ꎬ是其市场竞争力的依

托ꎮ 中国的数字产业发展现状与欧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ꎬ具有竞争力的大型数字企业

是国际竞争的排头兵ꎬ而对创新型小微企业的培育、保护和发展也关乎中国数字经济

的未来竞争力ꎬ因此ꎬ在设置监管措施时应合理考量企业的正当权益ꎮ

其一ꎬＤＳＡ 中针对 ＶＬＯＰｓ 规定的多数义务ꎬ性质上均属于公法义务ꎬ例如风险评

估与管理义务、独立审计和透明度义务等ꎮ 而对于市场主体的企业课以公法义务ꎬ应

当分别论证其足够充分的、基于公共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比例性的边界ꎮ③ 仅以履行诸

项义务之报告为例ꎬＤＳＡ 针对 ＶＬＯＰｓ 规定了风险评估年度报告、部署特定功能前的评

估报告、风险减轻报告、危机响应报告、审计报告、透明度报告等诸多类型的报告义务ꎬ

若在加上前序几个“阶梯”所要求的报告义务ꎬ可想而知ꎬ企业仅为履行此类事无巨细

而烦琐的报告ꎬ就将付出极大的成本ꎬ其合理性、合比例性和实际效用均有待考量ꎮ 尤

其是在履行失当之时ꎬ将会面临基于全球年度营业额的巨额罚款ꎬ这是“超强监管”与

“超强干预”的“达摩克利斯之剑”ꎮ

其二ꎬＤＳＡ 对上述各项报告与信息披露事项要求之具体ꎬ在大数据时代可能对企

业的经营秘密构成挑战ꎬ至少会增加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的成本ꎮ 除此之外ꎬ

ＤＳＡ 还规定ꎬＶＬＯＰｓ 有接受数据访问与审查的义务ꎬ除应向官方解释其算法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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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学者关注到相关问题ꎬ如关于数据公开和访问问题ꎬ参见王锡锌、黄智杰:«公平利用权:公共数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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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ꎬ载«中国社会科学»ꎬ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ꎮ 中国已有学者关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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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还需要对“经过审查的研究人员”开放数据访问权ꎮ 虽然ꎬＤＳＡ 对审查机构和研究

人员均提出保密要求ꎬ也看似赋予了 ＶＬＯＰｓ 适当的“防御性”手段ꎬ但也难掩 ＤＳＡ 在

基本立场上的严苛ꎬ可见ꎬ该义务将对 ＶＬＯＰｓ 的商业秘密构成严峻挑战ꎮ 因此ꎬ中国

在平台监管的立法中亦应对此慎之又慎ꎬ毕竟对于面临全球竞争的互联网企业而言ꎬ

商业秘密将是其核心竞争力ꎮ

其三ꎬＤＳＡ 中引发美国数字巨头反抗最多的严格限制是“定向化广告”及“推荐系

统透明度”等规定ꎬ其本质上是将基于公民信息自由权的基本权利延伸至民法上对弱

势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①自决权的干预ꎮ 这种干预在涉及 ＤＳＡ 所援引的 ＧＤＰＲ 第 ４

条第(４)点ꎬ即对服务接受者的个人数据进行分析的限制ꎬ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等弱

势群体的保护上ꎬ具有充分的合理性ꎮ 但除此之外ꎬ以尊重自决为前提ꎬ以比例原则为

限制ꎬ赋予用户选择权是否即为足够ꎬ以及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需对平台推送的算法

进行披露和公开不无疑问ꎮ 对于此类 ＤＳＡ 中的监管措施ꎬ包括而不限于上述所举诸

项ꎬ中国均不应不加斟酌地借鉴ꎮ

(作者简介:王天凡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ꎻ责任编辑:蔡雅洁)

７７　 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

① 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ꎬ第 １０４－１１６ 页ꎮ


